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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在助推绿色供应链发展、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协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选取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以及两者协同作用对绿色供应链的影响，分析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绿色供应链的区域差异及空间演变特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均促进绿色供应链的发展，并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作用抑制绿色供应链的发展，并发挥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我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绿色供应链发展重心均呈由东往西、由北往南移动，其中，数字经济是东、西部地区绿色供应链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技术创新在东部地区的南、北方绿色供应链发展差距中占主要地位。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建议各地区大力培育发展数字经济或技术创新能力，打造区域增长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或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因地制宜发展数字经济与创新技术。研究结论与建议对供应链绿色、高效、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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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igital econom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oo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supply chains and realizing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This paper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constructs a dynamic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ir synergies on green supply chain, and analyz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econom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reen supply cha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econom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supply chain, and there is a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hibit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supply chain and exerts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The development focus of digital econom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reen supply chain in China is moving from east to west and from north to south. Among them, digital economy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gap between the green supply chain in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of the green supply chain in the eastern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it is suggested that all regions should vigorously cultiva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build regional growth pol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 digital economy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of this study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green, efficient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upply chain.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een supply chain;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改善环境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供应链作为一种将环保和绩效并重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有效减少耗能、排放和污染等问题，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改善行业生态[1]，创造预期的经济和环境收益，成为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学术界已有诸多研究关注绿色供应链，分析参与行为的演化博弈[2]，鼓励上下游企业协同决策[3]，共同进行绿色供应链管理，提高绿色供应链效率。但在现实中，供应链普遍存在资源、能耗浪费，推动绿色供应链发展的驱动力不足等现象，很难实现各环节的协同推进[4]。
随着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不断融入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数字经济成为重塑经济结构、重组要素资源、重构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制高点[5]，为促进绿色供应链发展提供新动能，有助于实现绿色供应链的高效运作。数字经济时代，供应链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智能化管理实现产消高效率匹配、环节无缝隙对接，推动我国供应链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除数字经济外，技术创新也是促进绿色供应链发展的重要动力。技术创新通过引入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设备，减少原材料和能源的浪费，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供应链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综上，供应链数字化和技术创新均有助于提升供应链的运作效率和灵活性[6]，在此背景下，精准把握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对绿色供应链的作用规律，有利于实现供应链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的横向适应性、纵向互补性[7]及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可以放大供应链的空间溢出性。在空间视角下，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绿色供应链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三者具有怎样的区位特征及发展演变方向？基于此，本研究从理论上揭示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内在逻辑及其对绿色供应链空间关联与溢出效应机理，在此基础上最大程度挖掘并发挥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驱动力作用，实践上以打破地域限制、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信息的无缝衔接，提高绿色供应链发展水平，对我国经济绿色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bookmark: _Toc177368178]1 文献综述
[bookmark: _Toc177368179]1.1 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Don Tapscott[8]率先提出，指互联网兴起后的各种新生产关系。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内涵逐渐丰富。2021年，我国对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进行分类，把数字经济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数字经济评价体系初步成型。
[bookmark: _GoBack]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前期，主要聚焦于理论层面，研究数字经济定义[9]、优劣势 [10]、指标测度[11]及其影响机理与路径[12]等。随着理论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实证研究成为了研究重点。目前，学术界主要以各行业为切入点，探讨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13]、技术创新[14]、全要素生产率[15]等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大多表明数字经济促进了这些方面的发展。此外，数字经济空间溢出的研究也较为完善，如何增华等[16]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1个城市的相关数据，验证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李健[17]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bookmark: _Toc177368180]1.2 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
技术创新理论最早由Schumpeter[18]提出，他认为创新是由各种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生产函数，能够实现效率的提升。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技术创新的内涵也逐渐丰富。目前，学术界对技术创新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层面的技术创新指技术创新过程，广义层面的技术创新还包括技术创新扩散，即技术创新带来的各种进步[19]。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因此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成果涉及各个领域。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创新愈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核心驱动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与突破力量，与供应链之间的研究也层出不穷[20,21]。刘丽等[22]基于微分博弈研究供应链的绿色研发投入决策与协调，并得出“在一定条件下，集中决策优于分散决策”的结论。孙凡松等[23]对双边资金约束的供应链融资策略进行决策分析，并详细介绍了上下游企业均存在资金约束条件下的博弈情况。韦佳培等[1]以物流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物流行业中技术创新与绿色供应链效率相互影响的双螺旋结构。范建红等[24]通过调查问卷探究并验证了供应链整合对制造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显著正向影响。
[bookmark: _Toc177368181]1.3 关于绿色供应链的研究
最先提出绿色供应链相关概念的是Webb[25]，他认为企业在供应链的整个环节中，应该增加一个新的内容：绿色采购。之后的学者对绿色供应链的定义进行了不同的界定[26,27]。2017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的《绿色制造—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则》不仅对绿色供应链进行定义，明确供应链的环节，还强调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理念，全面概括绿色供应链的内容。本研究认为绿色供应链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理念贯穿于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和报废处理的全过程，使得对该区域内经济发展最快、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环境污染最小的一连串政策与行为。
在不断界定绿色供应链内涵的同时，研究也逐渐朝向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展开[28]，通过建立不同的模型，构建绿色供应链绩效及管理能力指标评价体系。近年来，学者开始将绿色供应链与博弈、共享关联起来，讨论此情境下双渠道绿色供应链的协调机制与定价决策[29]。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不断与传统产业融合，成为推动绿色供应链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与供应链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又一重心。热比亚·吐尔逊[4]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供应链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绿色供应链在数字化转型与环境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马丽娜等[30]以医疗行业数据为分析基础，最终也发现数字技术会通过绿色供应链协作对环境绩效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尽管学术界对绿色供应链的研究日益丰富，但对于其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尚未形成统一标准。
[bookmark: _Toc177368182]1.4 文献评述
梳理已有研究后发现，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对绿色供应链的影响研究领域仍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第一，现有文献对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水平的指标测量体系已经趋于成熟，但对绿色供应链水平的指标测量体系尚未统一；第二，现有研究大多集中探讨数字经济与绿色供应链、技术创新与绿色供应链等两者之间的关系，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作用对绿色供应链影响的实证研究领域存在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最后，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供应链的跨区域性特征未被充分考虑，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对绿色供应链的影响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亦没有答案。鉴于此，本研究以2013—2022 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基于空间视角探索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及两者协同对绿色供应链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为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助力绿色供应链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本文的创新之处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指标测度层面，基于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绿色供应链的内涵和特征构建指标测度体系，全面评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以及绿色供应链水平；第二，研究内容层面，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绿色供应链纳入统一框架，不仅考虑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分别对绿色供应链的影响，还研究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协同发展对绿色供应链的作用；第三，研究视角层面，从空间视角考察相邻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联动作用，以全面地分析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对绿色供应链的总体提升效果，支撑政府制定针对性的发展政策。
[bookmark: _Toc17736818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bookmark: _Toc177368184]2.1 数字经济与绿色供应链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以数字设施为基础，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首先，数字基础设施助力绿色供应链发展。互联网和物联网覆盖率的提高支撑供应链打通“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促进绿色供应链城乡环节均衡发展。其次，数字产业化催生供应链协同平台，实时了解供应链运行情况，及时调整生产和物流计划，实现采购、生产、物流等环节的无缝对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友好性，实现供应链的高效协同和绿色管理。最后，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实现对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优化绿色供应链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空间流动性的特点赋予了数字经济空间溢出性的特征，与绿色供应链的开放性相契合，数字经济会对相邻地区的供应链产生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绿色供应链发展。
H1b：数字经济对绿色供应链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bookmark: _Toc177368185]2.2 技术创新与绿色供应链
技术创新与绿色供应链作用关系方面，陈庆等[31]以物流企业为研究对象，认为绿色供应链发展的受制因素由外因和内因两部分组成，其中外因的直接影响因素便是技术水平。洪群联[32]分析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化转型面临的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水平不高等突出问题，指出技术创新是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化转型中关键因素之一，建议推动全产业链进行低碳技术创新与示范推广。技术创新扩散效应认为技术和知识通过扩散及辐射带来了信息传递，有利于技术溢出，提升产业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33]。区域之间的技术创新行为会相互影响，存在显著的外部性，由此导致技术创新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孙志超[34]研究发现中国技术创新水平自东向西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梯度分布与集群分布，也得出我国技术创新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性的结论。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a：技术创新可以有效促进绿色供应链发展。
H2b：技术创新对绿色供应链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bookmark: _Toc177368186]2.3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协同作用与绿色供应链
现有研究大多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部分研究将技术创新作为数字经济影响绿色经济效率、产业结构等的中介变量，但很少分析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协同作用对绿色供应链的影响。事实上，一个地区发展数字经济与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进行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首先，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依赖于大量信息技术设备和基础设施，新设备的生产和旧设备的废弃过度会带来更大的资源消耗，这不利于绿色供应链水平的提高。其次，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发挥“延链”作用的同时增加了供应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供应链参与行为增多，管理难度加大，使得绿色供应链的均衡发展变得更加困难。最后，目前我国数字生态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数字社会与数字政府建设有待优化[35]，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意味着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对提高绿色供应链水平存在一定的风险。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尤其是实体经济，成本需求大幅增加，内外部环境一旦发生变化，变革失败的风险大幅上升，甚至会影响整条供应链的顺利运行。同时，如果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水平与周边地区相差较大，生产效率的差距会使得供应链上下游环节供需不匹配，最终会导致供应链断链。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a：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协同作用抑制绿色供应链水平提升。
H3b：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协同作用对绿色供应链的影响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bookmark: _Toc177368187]3 研究设计
[bookmark: _Toc177368188]3.1 数据来源
选取 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中国电力年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各地方政府公布的相关报告等，对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
[bookmark: _Toc177368189]3.2 变量选取
[bookmark: _Toc177368190]3.2.1 解释变量
（1）数字经济（DE）。本研究借鉴金灿阳等[36]、舒季君[37]及陈永伟等[38]的数字经济指标构建思路，聚焦数字新基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三大主线，选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3 个一级指标，下设16 个二级指标对应16 个测度指标，构建省级水平测量指标体系。
（2）技术创新（TI）。多数研究将专利授权数[39]、R&D经费研发投入[40]或两者共同[41]作为技术创新水平的衡量标准。胡德龙等[42]认为，从区域层面来说，技术创新能力与广义的创新能力密切相关。故本研究参考Benhabib等[43]构建的广义Nelson-Phelps技术创新模型，在专利授权数、R&D经费研发投入基础上增加人力资本，即高等教育水平构建各地区技术创新水平测量指标体系。
（3）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作用（DT）。本研究参考周小刚等[44]的方式方法，采用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DE* TI）表示两者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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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综合地评价绿色供应链（GSC），本文采用绿色供应链发展水平作为各地区绿色供应链的评价体系。目前，国内外对绿色供应链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尚未统一，但学者指出绿色供应链由生产系统、环境系统及消费系统相互作用而涌现出来[45]，需要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效益[46]，实现三重效益的统一。从实践应用来看，我国更加注重绿色供应链的情景适用场景与区域发展性作用，突出其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性绩效[47]。据此，本研究将从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方面构建省级绿色供应链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测量绿色供应链发展水平。
首先，经济水平是发展的根本体现，是绿色供应链发展的基础要素。绿色供应链的经济发展方面主要体现在其外向性，指本省与其他省份经济活动的密切程度，用对外开放水平近似代替[48] ，表示原材料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的经济水平。绿色供应链的经济发展与物流关联甚密，区域物流需求的指标体系有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库存量等实物量体系。其中货物周转量综合体现了物流运输水平，故绿色供应链的运输环节经济方面用货物周转量表示；储存环节需要仓库，采用仓库面积近似表示各省供应链上储存环节的水平；消费者环节的经济方面由居民消费水平表示。
其次，社会责任存在供应链传染效应[49]，如果供应链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社会和环境层面的发展，会导致资源过度消耗、社会不稳定。诸多研究表明，合理的政府补贴能提高产品绿色度，促进供应链上各环节合作，对供应链利润产生积极影响[50]，故采用政府支持力度展示供应链上设计、采购、生产等环节的社会水平；社会层面的供应链运输水平则采用道路基础设施表示。目前，我国物流仓储中心大都建在城市边缘，弥补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的短板，故城镇化水平对于供应链储存环节的影响至关重要。
最后，环境层面，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废弃物利用率、清洁能源发电量及生活垃圾处理能力3 项指标综合考察地方绿色供应链环境层面的水平。其中一般工业固体综合废弃物利用率和清洁能源发电量表示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绿色物流、环保储存等环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代表消费者环节的绿色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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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评估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绿色供应链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过程中控制可能的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EDL）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人口增长率（PGR）用人口自然增长率表示；地方财政支出（GOV）采用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ENV）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表示。
由于各变量均由多指标构成，故利用熵权法对各测度指标权重进行测算，并根据各指标权重与测度数值计算每年各省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绿色供应链发展水平得分，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个

	
	0.182
	0.161
	0.098
	0.052
	0.497
	300

	
	0.092
	0.055
	0.099
	0.012
	0.521
	300

	
	0.142
	0.113
	0.124
	0.004
	0.780
	300

	
	0.023
	0.005
	0.050
	0.000
	0.380
	300

	
	6.454
	5.564
	3.092
	2.315
	19.030
	300

	
	3.713
	4.020
	3.467
	-5.750
	11.470
	300

	
	5 844.000
	5 178.000
	3 152.000
	922.500
	18 533.000
	300

	
	95.760
	99.700
	8.851
	42.300
	100.000
	300


[bookmark: _Toc177368193]3.3 模型构建
空间面板模型不仅可以解释某个地区的属性特征，还可以对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作出量化解释[51]，适用于本研究。本文借鉴Anselin[52]的经验，构建一般的空间面板模型：
        （1）
                           （2）
如果，则为空间杜宾模型；如果且，则为空间滞后模型；如果且，则为空间误差模型。其中，空间杜宾模型同时考虑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性，更有助于全面分析解释变量的作用效应，故本研究择其为基准分析模型，并通过相关检验进一步验证模型的合理性，如表2所示。
表2 模型检验
	检验方法
	统计值
	P值
	检验方法
	统计值
	P值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31.280
	0.000 0
	LR-spatial error
	47.150
	0.000 0

	Robust LM error
	20.288
	0.000 0
	LR-spatial lag
	40.160
	0.000 0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13.825
	0.000 0
	Wald-spatial error
	49.740
	0.000 0

	Robust LM lag
	2.833
	0.092 0
	Wald-spatial lag
	24.630
	0.000 4

	Hausman Test
	39.380
	0.000 6
	
	
	


根据表2的LM检验、LR检验及Wald检验结果，发现各检验的P值均小于0.01，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存在空间误差项和滞后项，即空间杜宾模型不会退化成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说明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对绿色供应链具有空间效应，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更准确。Hausman检验结果为39.38，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选择固定效应更合理。因此，本文选取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公式如下：
                           （3）
其中，为省份（）；为时间；为被解释变量绿色供应链，为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交互项组成的变量矩阵，为控制变量；为空间权重矩阵；、、分别为绿色供应链、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分别为常数项、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为空间回归系数；为省份数量；为个体固定效应； 为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
[bookmark: _Toc177368194]4 实证分析
[bookmark: _Toc177368195]4.1 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模型分析中考虑空间效应的前提是空间自相关的存在。其中，全局空间自相关通常用全局莫兰指数度量，表示空间整体的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通常用局部莫兰指数度量，表示单个区域观测值与邻近区域观测值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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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衡量变量空间总体相关性和聚集状态，取值分布在[-1,1]。当Moran’s I >0时，表示存在正相关，即“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Moran’s I <0时，表示存在负相关，即“高-低”集聚或“低-高”集聚；当Moran’s I =0时，表示随机分布，不存在相关性。全局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4）
其中，和为地理单元和的元素值；为研究对象的数量；、和分别表示均值、方差平方和空间权重矩阵。
基于公式（4），在邻接矩阵的基础上，计算2013—2022年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绿色供应链的全局莫兰指数值，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2013—2022年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绿色供应链的全局莫兰指数
	Year
	数字经济
	技术创新
	绿色供应链

	
	Moran'I
	P值
	Moran'I
	P值
	Moran'I
	P值

	2013
	0.233 
	0.008 
	0.279 
	0.005 
	0.381 
	0.000 

	2014
	0.237 
	0.007 
	0.346 
	0.001 
	0.388 
	0.000 

	2015
	0.254 
	0.005 
	0.256 
	0.009 
	0.423 
	0.000 

	2016
	0.251 
	0.006 
	0.244 
	0.012 
	0.380 
	0.000 

	2017
	0.231 
	0.010 
	0.188 
	0.033 
	0.397 
	0.000 

	2018
	0.210 
	0.017 
	0.154 
	0.056 
	0.230 
	0.015 

	2019
	0.186 
	0.029 
	0.125 
	0.087 
	0.337 
	0.001 

	2020
	0.183 
	0.032 
	0.139 
	0.068 
	0.372 
	0.000 

	2021
	0.200 
	0.023 
	0.131 
	0.072 
	0.380 
	0.000 

	2022
	0.194 
	0.026 
	0.135 
	0.072 
	0.358 
	0.001 


由表3可知，2013—2022 年各变量全局莫兰指数的P值均小于0.1，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显著系数为正，由此得出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以及绿色供应链均存在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性，说明从空间效应的角度下研究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对绿色供应链发展的影响作用是值得考量的。从数值动态变化来看，数字经济的全局莫兰指数呈现先下降最后趋于稳定的趋势，说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各地区数字产业体系逐渐成熟，相邻地区之间数字产业的关联程度趋于稳定；技术创新的全局莫兰指数从0.279下降至0.135，呈现大幅下降趋势，说明技术创新的空间集聚程度在不断减弱，这可能是由于随着研发深度的增加，专利保护机制的存在使得技术壁垒上升，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绿色供应链的全局莫兰指数呈现整体波动性稳定的趋势，除2018年，各省绿色供应链的关联程度在0.337~0.423之间变动，说明各地区绿色供应链发展的关联性不稳定，这可能是由于驱动力不足，使得绿色供应链发展缓慢，各地区未能形成独有的发展模式。故亟需分析其推动因素与拉动因素，将我国供应链发展提升至新水平。
[bookmark: _Toc177368197]4.1.2 局部莫兰指数
局部莫兰指数是将全局莫兰指数分解在局部的空间上，衡量局部区域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性，弥补全局空间自相关对空间内部差异描述的不足。局部莫兰指数的取值范围不限于[-1,1]，其检验统计量为，通常以局部莫兰散点图为表现形式。局部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5）
                       （6）
                           （7）
其中，为不同省份对应的变量值；为研究对象的数量；、和分别表示均值、方差平方和空间权重矩阵；表示莫兰指数期望值；表示莫兰指数方差。
基于公式（5）~（7），在邻接矩阵的基础上，选取2013年和2022年为变化时点，绘制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绿色供应链的局部莫兰散点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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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3年数字经济莫兰散点图                 （b）2022年数字经济莫兰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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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13年技术创新莫兰散点图                 （d）2022年技术创新莫兰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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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13年绿色供应链莫兰散点图                 （f）2022年绿色供应链莫兰散点图
图1 2013、2022年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绿色供应链的局部莫兰散点图
从图1可知，选取的30 个省份主要集中在一、三象限，说明大多数省份均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即我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绿色供应链均存在空间集聚现象。且从2013—2022年，集聚程度增加，尤其是第三象限，说明第三象限的省份受到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群影响越来越强烈，典型的便是成渝都市圈。 
根据局部莫兰散点图的分布，从整体看，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绿色供应链水平较低（“低-低”型）地区的数量分别为16、14、13，接近甚至超过样本数量的一半，说明我国目前大多数地区的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以及绿色供应链水平均处于较低的状态，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具体来看，一方面，“高-高”型集聚特征大都分布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大都呈现“低-低”型集聚特征，这说明虽然整体水平较低，但是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绿色供应链水平依然高于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部分省份呈现“低-高”和“高-低”型集聚特征，以北京和广东为例，北京和广东的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以及绿色供应链均位于较高水平，但是北京周围的天津、河北，广东周围的福建、海南、江西、湖南、广西却属于薄弱区域，说明虽然有些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但未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绿色供应链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围省份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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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式（3），在邻接矩阵的基础上，进行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以及两者协同对绿色供应链的空间计量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空间杜宾模型计量结果
	变量
	（1）
	（2）
	（3）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

	
	0.465***
	0.134
	0.070

	
	(0.069)
	(0.088)
	(0.091)

	
	0.347***
	-0.007
	-0.006

	
	(0.058)
	(0.082)
	(0.081)

	
	-0.778***
	0.090
	0.180

	
	(0.138)
	(0.153)
	(0.153)

	
	0.003*
	-0.002
	-0.001

	
	(0.001)
	(0.002)
	(0.002)

	
	0.001
	-0.003***
	-0.003***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690***
	-0.390***
	-0.570***

	
	(0.148)
	(0.131)
	(0.168)

	
	0.296**
	-0.038
	-0.082

	
	(0.124)
	(0.134)
	(0.139)

	
	-0.723***
	0.402*
	0.663**

	
	(0.224)
	(0.239)
	(0.269)

	
	-0.008**
	0.013***
	0.015***

	
	(0.003)
	(0.002)
	(0.003)

	
	-0.002
	0.002*
	0.004

	
	(0.002)
	(0.001)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50*
	0.023
	-0.105

	
	(0.080)
	(0.080)
	(0.086)

	
	300.000
	300.000
	300.000

	
	0.867
	0.649
	0.589


注：1）*** p < 0.01, ** p < 0.05, * p < 0.1；2）（）表示稳健性标准误，系数/稳健性标准误=Z值，用Z值可以判断P值及显著性
在表4中，列（1）~（3）分别为时间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以及时间个体双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结果。横向来看，列（2）~（3）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与列（1）大都相反，纵向来看，符号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上，这说明是否考虑技术创新的个体固定效应对本文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技术创新是一个连续且动态变化的过程[53]，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这和个体固定效应的概念相悖；而且，从三种模型的拟合效果来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更显著，更大，拟合效果更好。因此，本文最终选取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从列（1）可以看出，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邻地区绿色供应链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和、的估计系数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不仅能促进本地区绿色供应链的发展，而且对邻近地区绿色供应链水平的提升也有积极的作用。和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同时发展可能会给本地区以及邻近地区的绿色供应链带来相反的效果。
在空间计量模型中，由于空间滞后项的存在，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大小不能直接准确地表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偏微分矩阵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绿色供应链的影响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直接效应指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对本地区绿色供应链的影响，间接效应指本地区的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对相邻地区绿色供应链的影响。
表5 空间效应分解
	变量
	（4）
	（5）
	（6）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DE
	0.496***
	0.866***
	1.362***

	
	(0.068)
	(0.157)
	(0.182)

	TI
	0.359***
	0.410***
	0.769***

	
	(0.055)
	(0.118)
	(0.131)

	DT
	-0.803***
	-0.965***
	-1.768***

	
	(0.135)
	(0.208)
	(0.251)

	
	0.002
	-0.009**
	-0.006

	
	(0.001)
	(0.004)
	(0.004)

	
	0.001
	-0.002
	-0.002

	
	(0.001)
	(0.002)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0)
	(0.000)
	(0.001)


注：1）*** p < 0.01, ** p < 0.05, * p < 0.1；2）（）表示稳健性标准误，系数/稳健性标准误=Z值，用Z值可以判断P值及显著性
（1）数字经济对绿色供应链发挥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促进绿色供应链的发展。数字经济对绿色供应链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496，间接效应系数为0.866，总效应为1.362，且所有效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经济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绿色供应链的发展，还能对邻近地区绿色供应链水平的提升发挥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假设H1a、H1b成立。而且，对比列（4）~（5）发现，间接效应系数约为直接效应系数的两倍，说明要提高绿色供应链水平不可忽视周围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若提高绿色供应链水平则需注重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
（2）技术创新对绿色供应链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绿色供应链的发展。列（4）中，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技术创新能促进本地区绿色供应链的发展，验证假设H2a。列（5）中，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系数为正，说明本地区技术创新能促进邻近地区绿色供应链的发展，假设H2b成立。且技术创新的效应系数显示一个区域的技术创新提高1 个单位，不仅会促进当地绿色供应链水平提高0.359 个单位，还能带动周围省域绿色供应链水平提高0.410 个单位，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影响程度相近，说明忽视空间效应的存在亦会低估技术创新对绿色供应链发展提升的真实效果。
（3）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对绿色供应链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抑制绿色供应链的发展。列（4）~（5）中，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交互项的直接效应系数与间接效应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同时发展不仅对本地区绿色供应链水平的提升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而且会对相邻地区的绿色供应链发展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假设H3a、H3b成立，说明现阶段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协同并没有起到对地区绿色供应链发展的正向叠加效应。一方面是由于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在各地区之间、城乡发展之间存在“数字鸿沟”，技术创新总体水平不高，且地区差异明显，大多数地区还未很好地实现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融合发展，不能充分激发绿色供应链的发展潜能；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更注重短期经济效益，忽视长期的环境效益，导致短期内绿色供应链发展水平提高受到限制。
[bookmark: _Toc177368200]4.2.2 重心-标准差椭圆分析
重心-标准差椭圆方法主要是用于揭示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要素空间格局特征的空间统计方法。本文通过分别描绘2013—2022年我国（港澳台藏设为0）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绿色供应链的标准差椭圆，从椭圆重心坐标，长、短半轴，旋转角度等基本参数（表6）的变化，分析绿色供应链发展的差异原因。
表6 2013—2022年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绿色供应链的标准差椭圆参数
	变量
	年份
	重心坐标
	长半轴
	短半轴
	面积
	旋转角度

	DE
	2013
	（33.037°N,115.697°E）
	984.437
	870.979
	2 692 311.170
	177.143

	
	2014
	（33.013°N,115.722°E）
	977.825
	863.496
	2 651 250.763
	0.973

	
	2015
	（32.981°N,115.505°E）
	973.585
	881.631
	2 695 197.093
	177.512

	
	2016
	（32.844°N,115.438°E）
	967.649
	874.174
	2 656 105.154
	175.905

	
	2017
	（32.804°N,115.347°E）
	974.243
	874.157
	2 674 153.237
	177.048

	
	2018
	（32.729°N,115.159°E）
	974.271
	878.445
	2 687 348.517
	175.815

	
	2019
	（32.615°N,115.042°E）
	974.898
	878.495
	2 689 228.416
	174.718

	
	2020
	（32.618°N,115.037°E）
	969.529
	875.909
	2 666 548.372
	175.180

	
	2021
	（32.781°N,115.212°E）
	963.466
	863.319
	2 611 782.564
	168.454

	
	2022
	（32.756°N,115.253°E）
	963.416
	859.385
	2 599 748.541
	170.811

	TI
	2013
	（33.813°N,115.712°E）
	972.479
	733.919
	2 241 081.954
	16.506

	
	2014
	（33.622°N,115.680°E）
	972.721
	756.434
	2 310 410.143
	14.633

	
	2015
	（33.579°N,115.540°E）
	966.939
	743.881
	2 258 563.942
	14.983

	
	2016
	（33.488°N,115.423°E）
	967.847
	749.752
	2 278 528.524
	14.493

	
	2017
	（33.180°N,115.364°E）
	969.296
	747.418
	2 274 832.061
	13.969

	
	2018
	（32.824°N,115.360°E）
	955.960
	738.323
	2 216 236.104
	11.358

	
	2019
	（32.774°N,115.330°E）
	963.038
	738.068
	2 231 873.801
	11.541

	
	2020
	（32.609°N,115.458°E）
	955.283
	725.213
	2 175 342.027
	10.832

	
	2021
	（32.193°N,115.398°E）
	938.824
	747.152
	2 202 532.653
	12.265

	
	2022
	（32.566°N,115.450°E）
	956.983
	729.026
	2 190 670.374
	10.581

	GSC
	2013
	（33.570°N,114.786°E）
	1 005.755
	926.167
	2 924 901.383
	4.261

	
	2014
	（33.530°N,114.691°E）
	1 002.640
	930.328
	2 928 941.865
	2.696

	
	2015
	（33.442°N,114.606°E）
	1 005.770
	945.950
	2 987 419.821
	178.446

	
	2016
	（33.430°N,114.553°E）
	1 002.360
	939.810
	2 957 966.984
	3.118

	
	2017
	（33.348°N,114.685°E）
	992.705
	937.058
	2 920 895.995
	177.794

	
	2018
	（33.702°N,113.654°E）
	962.702
	1 161.757
	3 511 858.912
	120.761

	
	2019
	（33.301°N,114.418°E）
	1 010.224
	944.405
	2 995 751.212
	176.087

	
	2020
	（33.106°N,114.292°E）
	997.909
	952.457
	2 984 462.793
	173.420

	
	2021
	（33.074°N,114.280°E）
	1 010.076
	950.990
	3 016 196.932
	177.437

	
	2022
	（33.108°N,114.185°E）
	1 020.179
	959.218
	3 072 725.111
	174.746


注：1）（），其中；2）所有数值均保留三位小数
（1）从数字经济重心与标准差椭圆面积可知，2020年以前标准差椭圆的覆盖范围向西南方向移动，椭圆面积增大，2020年以后往东北方向移动，椭圆面积减小。伴随着标准差椭圆的变动，数字经济重心先向西南方向，而后大幅向东北方向移动，说明2013—2020年西部地区数字集聚产业圈不断增大，但2020年以后又落后于东部地区，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重新拉开差距。且2013—2022年，数字经济重心在东西方向（经度）的变化约是南北方向（纬度）的2倍，说明目前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差异是东西部绿色供应链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2）从技术创新重心和长、短半轴明显得知， 2013—2022年技术创新的标准差椭圆囊括东部大部分地区，椭圆扁率（长、短半轴数值之差）较大，具有明显方向性。从重心迁移轨迹发现，技术创新重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南—北方向上。标准差椭圆的转动角度明显降低，技术创新的集聚分布方向正逐渐由“东北—西南”转变为“北—南”，椭圆面积减小，技术创新高水平集聚区缩小，说明技术创新的发展差异是南北方绿色供应链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3）绿色供应链的发展与数字经济、技术创新息息相关。2013—2022年中国绿色供应链发展重心整体呈“东北—西南”的变化格局，其迁移轨迹既保留了数字经济在东西方向的横向变动也体现出技术创新在南北方向的纵向变动。其中，2017—2020年变化较大，这是由于2018年两会上明确提出各地方政府要进行环境治理，重拳整治大气污染、优化能源结构等多措并举，东部地区人员密集、重工业分布较广，加上数字经济位于发展初期，短时间内不能带动绿色供应链发展，故2018年绿色供应链发展重心向西北方向偏移；2019年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东部地区雄厚资源、技术领先的优势显现，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故绿色供应链发展重心向东南方向迁移，回归整体趋势。
[bookmark: _Toc177368201]4.3 进一步分析
由空间计量结果可知，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会促进绿色供应链的发展，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作用抑制绿色供应链的发展；重心-标准差椭圆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东西部绿色供应链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技术创新是南北方绿色供应链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提高整体绿色供应链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应该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东部地区尤其是北方需着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由于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均由多个测度指标构成，故进一步将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分解为二级指标进行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与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效应分解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
	东部地区-技术创新

	变量
	（7）
	（8）
	（9）
	变量
	（10）
	（11）
	（12）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数字基础
设施
	2.671
	-3.137
	-0.466
	专利水平
	0.123**
	0.243***
	0.365***

	
	(1.784)
	(3.991)
	(5.057)
	
	(0.059)
	(0.084)
	(0.122)

	数字产业化
	-0.388*
	-0.163
	-0.550
	研发强度
	0.082
	-1.720***
	-1.638***

	
	(0.210)
	(0.394)
	(0.440)
	
	(0.150)
	(0.262)
	(0.314)

	产业数字化
	0.207
	3.887**
	4.095*
	高等教育
水平
	0.452*
	1.480**
	1.932**

	
	(0.834)
	(1.788)
	(2.140)
	
	(0.251)
	(0.591)
	(0.76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N
	110
	110
	110
	N
	110
	110
	110

	
	0.769
	0.769
	0.769
	
	0.792
	0.792
	0.792


注：1）*** p < 0.01, ** p < 0.05, * p < 0.1；2）（）表示稳健性标准误，系数/稳健性标准误=Z值，用Z值可以判断P值及显著性；3）控制变量包括上文中提到的所有控制变量
（1）将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进行二级指标分解后，发现数字基础设施的间接效应和数字产业化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对绿色供应链均产生非显著的负向作用。从总效应看，产业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三者中产业数字化对绿色供应链发展的推动作用最显著，故西部地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时应该重点将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促进一、二产业数字化转型。
（2） 将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做相同处理，发现研发强度的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系数显著为负，其直接效应系数也小于专利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的系数。从总效应看，高等教育水平>专利水平>研发强度，三者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故东部地区提高创新能力应首先提高高等教育水平，将高校作为技术创新的起点与重点，促进绿色供应链发展；其次提高各组织单位的专利水平，从实践角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bookmark: _Toc177368202]4.4 稳健性检验
通过更换权重矩阵和缩短年限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将邻接矩阵更换为地理距离矩阵、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将测度时间缩短为2013—2019年，结果如表8所示。根据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绿色供应链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符号与表4保持一致，说明研究结果稳健。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3)
	(14)
	(15)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地理嵌套矩阵
	缩短年限

	

直接效应
	DE
	0.546***
	0.603***
	0.579***

	
	
	(0.063)
	(0.055)
	(0.093)

	
	TI
	0.193***
	0.169***
	0.447***

	
	
	(0.049)
	(0.045)
	(0.067)

	
	DT
	-0.608***
	-0.644***
	-1.247***

	
	
	(0.118)
	(0.105)
	(0.256)

	

间接效应
	DE
	3.134***
	2.021***
	1.503***

	
	
	(0.864)
	(0.491)
	(0.240)

	
	TI
	1.205***
	0.996***
	0.371**

	
	
	(0.399)
	(0.280)
	(0.146)

	
	DT
	-3.959***
	-2.730***
	-2.022***

	
	
	(1.071)
	(0.679)
	(0.375)

	

总效应
	DE
	3.680***
	2.624***
	2.082***

	
	
	(0.888)
	(0.501)
	(0.265)

	
	TI
	1.398***
	1.166***
	0.818***

	
	
	(0.408)
	(0.286)
	(0.164)

	
	DT
	-4.567***
	-3.374***
	-3.269***

	
	
	(1.091)
	(0.689)
	(0.45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N
	300
	300
	210

	
	0.719
	0.745
	0.874


注：1）地理距离以各省会地理坐标（直辖市以本市为地理坐标）进行计算；2）经纬度坐标来自于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3）经济距离以2013—2022年人均GDP计算
[bookmark: _Toc177368203]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空间杜宾模型（SDM）的基础上，选取我国2013—2022年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以及两者协同对绿色供应链的影响，考察了他们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并选取了替换空间权重矩阵、缩短年限的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对绿色供应链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即数字经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会分别带动绿色供应链水平的提高，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作用依然显著存在。第二，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对绿色供应链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一定区域内，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发展不仅对本地区的绿色供应链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相邻地区的绿色供应链发展也会产生正向影响。第三，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作用对绿色供应链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抑制绿色供应链的发展。现阶段，数字经济是东、西部绿色供应链发展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技术创新在南、北方绿色供应链发展差距中占主要地位。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大力培育发展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能力，持续赋能绿色供应链水平提升。我国目前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水平极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南强北弱”、“东高西低”，这种差距形势下，各地更应该结合地区经济特色、城市禀赋等特有条件，探索适合本区域绿色供应链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政府应该系统地规划和制定数字经济、创新技术发展政策，包括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创新人才引进计划，企业数字技术引入补贴等，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进程；另一方面，企业应该鼓励技术创新，不断完善数字基础建设，积极主动加入到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合政府、企业之力助力绿色供应链水平不断提升。
其次，打造区域增长极，发挥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将相邻地区水平相近的省市划分经济发展区域，借助空间溢出效应，鼓励创新要素跨时空流动，快速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工业数智化发展、服务业智能化转变，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推进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协同发展。一方面，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优势地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另一方面，推动区域内地区整体围绕增长极协同发展，带动邻近省份甚至全国区域同步提升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水平，从而促进绿色供应链水平提升；最后，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建设，促进东西部创新技术联动，驱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在全国范围内的绿色发展。
最后，考虑区域之间的差异，因地制宜发展数字经济与创新技术。据本文结论，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作用会抑制绿色供应链的发展，而且数字经济是东、西部绿色供应链发展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技术创新在南、北方绿色供应链发展差距中占主要地位，故西部地区应聚焦数字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的北方应注重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产业数字化对西部地区的绿色供应链水平推动作用最大，故蒙桂渝川黔滇藏陕甘青宁地区应首先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提高地区绿色供应链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对东部地区的绿色供应链水平促进程度最大，故京津辽鲁地区的高等院校应该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强创新技术与供应链的结合，促进绿色供应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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